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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西部地区仍然分布着较大面积退耕后并未实现植被恢复的退耕弃荒地。不同方式或不同强度的人

为干扰都会导致退耕弃荒地植被恢复效果发生偏差。研究选取滇西北维西县的退耕弃荒地为对象，通过分析放牧、围封和保

护 3 类不同干扰方式下植被恢复过程中群落物种多样性、地上生物量及主要恢复使用树种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幼苗生

长的差异，探讨不同干扰方式对退耕弃荒地植被恢复的影响。结果表明：放牧、围封和保护 3 种干扰方式下退耕弃荒地植物

种的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和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大小均表现为围封样地＞保护样地＞放牧样地(P<0.05)，即随着干扰

强度的增加，群落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先升高后降低，结果支持“中度干扰假说”；退耕弃荒地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大小依

次为保护样地＞围封样地＞放牧样地(P<0.001)；云南松幼苗在不同干扰方式下的退耕弃荒地内生长优劣程度依次为保护样

地＞围封样地＞放牧样地(P<0.001)；因此，保护和围封方式均有利于退耕弃荒地的植被恢复，而自由放牧方式会阻碍植被

恢复，甚至可能会导致植被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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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弃荒地、人类反复干扰的荒坡地，在恢复
林草植被之前，都属于退化的生态系统，其最明显
的标志是植被稀少、土壤退化、侵蚀严重[1-3]。坡耕
地区域严重的水土流失曾给人类带来了触目惊心
的自然灾害，如洪涝、泥石流等[4-6]。为了从根本上
改善生态环境，减轻或避免这些灾难的影响，我国
于 2002 年全面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7]，这是我
国当前最为宏大的生态恢复和重建工程[8]。然而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仍分布着较大面积的
退耕弃荒地[9]。退耕弃荒地处于其恢复演替的初始
阶段（草本群落阶段），是植被恢复演替的关键一
步，决定植被恢复计划能否成功，并会影响植被恢
复的方向和速度[10-12]。检验植被恢复的标准众多，
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动态等方面的特征
[13-15]，通常可分别通过物种多样性、生物量以及期
望出现物种的自然更新情况来反映，这些也是评价
植被恢复和重建的主要指标[16-19]。此外，评价植被
恢复还需要在一定尺度下，分阶段检验[20]。 

人为干扰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在时间和空
间尺度上改变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分布格

局的主要因子之一[21-23]。人为干扰直接影响生态系
统的演变过程，会导致群落演替出现偏差，其效果
有正反两个方面，即发生进展演替或者逆行演替，
不同干扰类型、强度、频度、历史的作用也不相同
[24-25]。随着人为干扰影响的增强，退耕弃荒地的管
理和利用方式多样，所导致的植被恢复效果也不
同，而目前有关不同干扰对退耕弃荒地植被恢复的
影响研究还少见报道。滇西北地处世界生物多样性
保护热点地区之中国西南山地的核心区域，是我国
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26-27]；也是生态脆
弱区，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28]。退耕弃荒
地在滇西北有较大面积分布，其人为干扰方式主要
有自由放牧（干扰强）、设置围栏（存在一定放牧
干扰）和政策性保护（放牧干扰较弱）等。 

本研究以滇西北维西县的退耕弃荒地为研究
对象，分别选取反映群落结构、功能和动态的物种
多样性、生物量、当地退耕还林主要树种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幼苗生长状况作为植被恢复评
价指标。通过分析 3 种干扰方式影响下，退耕弃荒
地植被演替草本群落阶段，3 个植被恢复检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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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旨在揭示不同干扰方式下退耕弃荒地恢复
演替的变化规律，探索滇西北地区退耕弃荒地适宜
的管理和利用方式，以此为退耕弃荒地植被恢复、
生物多样性保护、草地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系统有
效管理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州维西县永

春乡。维西县地处横断山脉北部中段纵谷地区，“三
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腹地（26°53′—28°02′ N、
98°45′—99°34′ E），为平行岭谷地貌。地势北高南
低，相对高差大，水资源丰富。气候属温带山地季
风气候，年均降水量 954 mm，年平均温 11.3 ℃。
维西县属滇西横断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区，植被垂
直分布明显，物种丰富，国家保护物种多。农业人
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1.72%，少数民族人口占
86.33%；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林牧业为辅，是国
家重点扶贫县。由于受大江大河的深切割，造成维
西县山高坡陡，平耕地少，坡耕地多，水土流失严
重，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属于生态系统
较为脆弱的区域。2002 年，维西县响应国家政策开
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永春乡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
期开始大面积实行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2003 年开
始全面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维西县退耕还林和荒
山造林的重点地区，也是退耕还林规模最大的乡镇
之一。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设置 

样地位于维西县永春乡，距离维西县城约 30 

km。为保证样地间的可比性，经过查阅文献资料、
走访当地林业部门及向当地居民了解土地利用历
史情况，选取位于永春乡地形地貌相近（表 1）、土
壤条件一致（黄棕壤）、退耕年限相同（2004 年退
耕），且处于放牧、围封和保护等 3 种干扰方式影
响下的退耕弃荒地作为研究样地，3 类样地边缘之
间的距离均在 100 m 以内，周围均为次生云南松林。
野外调查于 2010 年 7 月和 11 月进行。 

2.2  最小样方面积的确定 
根据种－面积曲线确定样方大小，种－面积曲

线采用巢式样方法[29]。样方面积依次为 0.01、0.04、
0.09、0.16、0.36、0.64、1、4、16、64、256、1 024 

m2。最小样方面积的确定标准是：当样方面积扩大
10%而种数增加不超过 10%的样方面积[30]。经过调
查和计算，放牧样地、围封样地和保护样地的最小
样方面积均为 1 m2。 

2.3  样方调查 
采用样方法进行群落调查。对于草本植物群

落，同一类型样地中选取 5 个以上样方即可代表所
研究群落的特征[31-33]，因此根据样地实际分布面积
大小，分别在放牧样地、围封样地和保护样地系统
选取 7、5 和 30 个 1 m×1 m 样方。调查每个样方内
出现的植物种类及其株（丛）数、高度、盖度，同
时记录样方地形参数及干扰情况等信息。仔细搜寻
在 1 m×1 m 小样方中未出现的物种，记录种名。 

2.4  物种多样性的测定 
物种多样性反映了群落组成中物种的丰富程

度和均匀程度[34]。测定物种多样性的指标选择使用
较为广泛、分析效果较好的几个代表性指数[35-37]： 

（1）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ma）： 

ma

1

ln

Sd
N
−= ； 

（2）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 

−=′ ii PPH ln ； 

（3）Pielou 均匀度指数（Jsw）： 

sw ln

HJ
N
′

=  

3 个公式中，S 为样地的植物种类总和；Pi 为
种 i 的个体数占所有种的个体数的比率；N 为样地
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之和。 

2.5  植物群落生物量测定 
采用收获法测定不同干扰样地植物群落生物

量。在各样方内均匀设置 4 个 0.3 m×0.3 m 小样方，
将各小样方内植物地上部分和地表枯落物齐地面
刈割并存放于塑封袋中，带回实验室在 80 ℃烘箱
中烘干至恒重，称量其干重。采用群落地上生物量
干重作为不同样地群落生物量测定指标。 

2.6  云南松幼苗生长状况分析 
本文研究云南松幼苗(1~3 a 生)生长状况的指

标采用平均高度和生物量（包括地上生物量、地地
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38]。先采用高度和生物量分
析云南松幼苗在林内林外的生长状况；鉴于放牧样
地和围封样地内云南松幼苗稀少，只采用高度作为
不同干扰样地之间幼苗生长状况对比指标。分别在
退耕弃荒地（保护样地）和相邻云南松林内，采用
轮生枝数估计云南松个体年龄，选取 10 株 1 年生、

表 1  样地信息 

Tab.1  Informations of samples 

样地类型 放牧样地 围封样地 保护样地 

位置 
27°02′52″N, 

99°21′23″E 

27°02′51″N, 

99°21′24″E 

27°02′53″N, 

99°21′22″E 

海拔/m 2758 2762 2745 

坡度/(°) 9 12 15 

坡向 东北坡 东北坡 东北坡 

坡位 上坡位 上坡位 上坡位 

样地面积/m2 400 4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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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株 2 年生和 10 株 3 年生的云南松幼苗，量取每
株云南松的自然生长高度，并挖取全株。带回实验
室后在 80 ℃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称量其地上部分
和地下部分干重。 

2.7  数据处理 
数据间差异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

较。使用软件为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 PASW 

Statistics 18。多重比较时若方差齐性则采用 LSD 检
验，若方差不齐则采用 Dunnett T3 检验，各指标平
均数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其差异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干扰方式下退耕弃荒地物种多样性特征 

由图 1 可知，不同干扰影响下退耕弃荒地植物
群落中，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均表现出不
同程度差异。放牧、围封和保护 3 类样地的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和 Shannon-Wiener 指数大小都表现为
围封样地＞保护样地＞放牧样地。3 类不同干扰样
地的物种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图 1-A），Shannon-Wiener 指数差异不显
著（P>0.05）（图 1-B）。由此说明，3 类样地中，围
封样地植物物种最为丰富、多样性最高，保护样地
植物物种也较为丰富和多样，而放牧样地植物物种
较少，丰富度和多样性都较低。3 类不同干扰样地
植物群落物种 Pielou 均匀度指数大小依次为放牧样

地＞围封样地＞保护样地，但差异不显著（P>0.05）
（图 1-C）。 

3.2  不同干扰方式对退耕弃荒地植物群落地上生
物量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放牧、围栏和保护 3 类退耕弃荒
地植物群落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大小排序为保护
样地＞围封样地＞放牧样地，其中，保护样地植物
群落单位面积的地上生物量干重是放牧样地群落
单位面积地上生物量干重的 4.9 倍，围栏样地是放
牧样地的 1.4 倍。方差分析发现，放牧、围栏和保
护 3 类不同干扰影响下的样地之间地上生物量具有
显著差异(P<0.001)，保护样地分别与放牧样地、围
栏样地有显著性差异（均为 P<0.001），放牧样地和
围栏样地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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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干扰下退耕弃荒地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特征 

Fig.1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on abandoned farml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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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干扰下退耕弃荒地植物群落的地上生物量特征 

Fig.2  Aboveground biomass of plant community on abandoned farml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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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干扰方式下云南松幼苗生长状况 
如图 3 所示，退耕弃荒地(保护样地)和云南松

林内 1 a 生、2 a 生和 3 a 生云南松幼苗的平均高度
均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显著性
水平均为 P>0.05)。 

退耕弃荒地(保护样地)和相邻次生性云南松林
内，不同年龄云南松幼苗的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
量和总生物量(全株)存在显著差异(图 4)。1~3 a 生
云南松幼苗，保护样地内植株的地上生物量显著高
于云南松林内植株的地上生物量(P<0.05)。保护退

耕弃荒地内 1 a 生云南松幼苗的地上生物量、地下
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分别为云南松林内相同年龄云
南松幼苗的 2.1、1.9 和 2.1 倍，2 年生植株相应为
2.5、1.3 和 2.2 倍，3 a 生植株相应为 3.2、2.9 和 3.1

倍。因此，随着云南松幼苗年龄增大，云南松幼苗
在保护下的退耕弃荒地内的生长更新快，比在相邻
的云南松林内生长较好。 

如图 5 所示，保护样地和围封样地内云南松幼
苗的平均高度显著高于放牧样地。围封和保护方式
有利于退耕弃荒地云南松幼苗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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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退耕弃荒地和云南松林内不同年龄云南松幼苗的生物量 

Fig.4  Biomass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of different ages on abandoned farmland and Pinus yunnanensis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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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退耕弃荒地和云南松林内不同年龄云南松幼苗的平均高度 

Fig.3  Average height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of different ages on 

abandoned farmland and Pinus yunnanensis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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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干扰下退耕弃荒地云南松幼苗的平均高度 

Fig.5  Average height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on abandoned 

farml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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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在放牧、围封和保护 3 种不同干扰方式影
响下，退耕弃荒地的物种组成和生物多样性指数明
显 不 同 。 植 物 种 的 Margalef 丰 富 度 指 数 和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大小均表现为围封样地
＞保护样地＞放牧样地，即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
群落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先升高后降低。 

（2）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不同干扰下的退耕
弃荒地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显著减少，地上生物量
大小依次为保护样地＞围封样地＞放牧样地。 

（3）云南松幼苗在干扰较小的退耕弃荒地中的
生长状况相比周围已成熟的云南松林内的生长状
况更好。干扰较小的保护样地和围封样地内云南松
幼苗的生长状况均显著优于放牧样地。 

（4）保护和围封 2 种干扰方式均有利于退耕弃
荒地在草本植物群落阶段保持高的物种多样性、高
的生物量及群落向进展演替的下一阶段发展，尤其
是保护方式相对更有利；相反，高强度的放牧干扰
会导致退耕弃荒地相同阶段物种多样性降低、生物
量减少，以及阻碍群落向群落进展演替的一下阶段
发展。因此，保护和围封方式均有利于退耕弃荒地
的植被恢复，而自由放牧方式会阻碍植被恢复进
程，甚至可能会导致植被退化。 

4.2  讨论 
在大气候条件一致的区域内，放牧干扰对植物

群落施加的影响已经超过不同地段其他因子的影
响，成为控制植物群落特征的主导因子[39]。本研究
中不同干扰方式下的退耕弃荒地样地间的差异主
要是由放牧引起的。Hobbs[40]认为，不同干扰强度
可从干扰引起的结构变化的程度来确定。因此，从
各类样地家畜啃食、踩踏和排泄物痕迹的差异以及
走访时得到的信息判断，3 类样地实际处于放牧干
扰的不同强度梯度，这也可以从群落高度的差异得
到印证。即放牧样地干扰强度最强，围封样地次之，
保护样地最弱。 

由于不同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和结构的
影响，物种多样性也发生明显变化。退耕弃荒地的
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出现先
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处于中度干扰强度影响下的围
封样地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高于放牧样地和保护
样地，支持中度干扰假说[41]。这与呼格吉勒图等[33]、
Biswas & Mallik[42]、陈明等[43]的研究结果相似。适
当的放牧干扰，即一定程度的家畜啃食和踩踏，会
使部分优势种(如假蓬 Conyza japonica、短柄草
Brachypodium sylvaticum）的生长受到抑制，为竞争
力较弱物种(非优势种)的生存拓宽了空间，同时部

分抗放牧干扰较强的物种(如艾蒿 Artemisia argyi、
白藨 Fragaria nilgerrensis）的数量逐渐增加，加之
家畜的活动可以帮助某些种子或繁殖体的传播，扩
大了部分植物种类的分布范围[44]，最终群落保持较
高的物种丰富度。对于放牧样地，迫于高强度放牧，
样地内植物的生长更新不能满足家畜高强度的啃
食和踩踏，因而其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最低。放牧
样地的物种均匀度稍高于其他样地，但差异不显
著。这与范永刚等[32]研究不同干扰对新疆巴音布鲁
克高寒草原物种多样性影响的结论相似，认为强干
扰下的退化群落物种均匀度较高，这是群落为了向
成熟群落恢复演替，较多种群便呈聚块状分布，因
而物种分布趋向于均匀化，退化群落的均匀化是强
度放牧的结果。由此可见，保护和围封方式有利于
物种多样性的保持，而高强度的自由放牧会引起物
种多样性的丧失。 

草地植物群落的生物量对于研究草食动物的
环境容纳量、草地植被的恢复等是必不可少的定量
化指标，也是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重要依据[32, 45]。
结果表明，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退耕弃荒地植物
群落的地上生物量逐渐减少。这与万里强等[46]、刘
玲玲等[47]、呼格吉勒图等[33]的研究结果相似。放牧
干扰时，家畜会直接啃食和踩踏退耕弃荒地植物地
上部分，高大不耐牧的植物生长受到抑制，植物的
优势种发生改变，低矮植物有机会迅速生长，因而
会改变土壤性质，减小植物光合作用的面积，导致
营养物质的生产和积累下降；同时部分生物量被转
移到地下根系部分，从而会降低植物群落的地上生
物量，减少植被覆盖[48-51]。如果重度干扰持续进行，
地上生物量将继续减少，光合产物对地下生物量的
补给也会随之减少，最终会导致地下生物量下降，
植物群落严重退化[52-54]。相反，对退耕弃荒地进行
围封或者严格保护时，植被逐渐得以恢复，植被生
物量也逐渐增加，草地初级生产力快速恢复[55-56]。 

云南松是滇西北的乡土物种，也是人工造林和
退耕还林的主要物种之一[57]，其最大特点是天然更
新能力强，前期速生，能迅速恢复森林，其幼苗的
更新也是研究区域退耕弃荒地植被演替的重要过
程[38]，因而云南松幼苗的生长状况直接影响到退耕
弃荒地的植被能否快速恢复，实现退耕的目的。结
果显示，云南松在干扰较小的退耕弃荒地中的生长
状况相比周围已成熟的云南松林内的生长状况更
好，这可能与云南松幼苗生长所需环境条件有关。
随着云南松的发育，其对光照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而密闭程度高的云南松林已不能给云南松幼苗提
供良好的光照环境。此外，不同放牧干扰影响下的
退耕弃荒地中云南松生长状况差异显著，干扰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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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样地内云南松幼苗生长状况最好，围封样地
内生长较好，而放牧样地内云南松幼苗生长受到抑
制，更新最差，在高强度的家畜啃咬和踩踏下，放
牧样地的云南松幼苗没有充足的时间更新和持续
生长。此外，云南松天然更新的幼苗阶段(1~3 a)，
需要庇荫弱光[38]，而放牧样地植物群落高度很低，
盖度小，且光照强烈，不利于云南松种子萌发和幼
苗生长。相反，围封样地和保护样地的群落盖度及
地面光照条件较好。随着干扰程度的增加，受干扰
影响越大的退耕弃荒地不利于云南松幼苗的生长
更新，因而会阻止实现群落进展演替所需其他物种
的移植，最终会阻碍退耕弃荒地从草本群落向云南
松稀树灌草丛阶段顺变，即向进展型植被演替的方
向发展。 

判断生态系统恢复情况时，需要根据群落演替
特征分阶段检验[20]，尤其是群落演替的初始阶段
[11]。研究区退耕弃荒地的草本植物群落处于向该区
域原有顶级群落演替的初始阶段。结果表明，保护
和围封 2 种干扰方式均有利于退耕弃荒地在草本植
物群落阶段保持高的物种多样性、高的生物量及群
落向进展演替的下一阶段发展，尤其是保护方式；
相反，高强度的放牧干扰会导致退耕弃荒地相同阶
段物种多样性降低、生物量减少，以及阻碍群落向
群落进展演替的一下阶段发展。因此，通过检验生
态恢复的结构、功能和动态的主要指标发现，不同
干扰会对退耕弃荒地的植被恢复产生显著影响，管
理和利用方式(即干扰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着退耕
弃荒地的植被恢复、草地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合理的管理和利用方式(如保护、围封)有利于
植被恢复，相反不合理的方式会阻碍植被恢复，甚
至可能会导致植被的严重退化。 

以往的退耕地群落演替研究中，学者们多采用
空间代替时间法，较少考虑干扰的影响，然而干扰
会直接影响植物群落演替的方向和速度。因此，在
采用空间代替时间法时，要尽量避免或降低干扰的
影响。此外，为了维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
的正常运行，在以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产力维
持以及植被恢复中也应当明确考虑干扰过程的影
响，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态管理措施。由于研究区退
耕还林工程实施的年限较短及其他原因，本文仅探
讨了不同干扰方式影响下退耕弃荒地群落演替草
本群落阶段植被恢复的现状及其趋势，未能对长时
间序列上的关系进行研究。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反映不同干扰方式对退耕
弃荒地植被恢复演替的影响。鉴于生态系统的复杂
性及其组成物种特征的多样性，关于不同干扰对退
耕弃荒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尚需在作用机理方面进

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如不同干扰影响下退耕弃
荒地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特征以及植物种对不同干
扰的适应机制等，从而将各种干扰有机地结合，兼
顾物种多样性维持，实现退耕弃荒地优化管理。 

致谢：感谢云南大学陆树刚教授、Cindy Q. Tang（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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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is a key governmental forest restoration project in China, which aims to replant forest or grassland 

on former agricultural land with over 25-degree slope. Unf, large areas of abandoned farmland have failed to achieve veg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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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in western China for a variety of complex reasons. However, restoration effect of vegetation on abandoned farmland 

would deviate, which resultes from different types or intensity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Here we chose abandoned farmland in 

Weixi County of northwest Yunnan as a study object, and classified abandoned farmlands into 3 types of sample plots, grazing land, 

fenced land and protected la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isturbance types. Then the paper analyzed differences of the biodiversity,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growth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which was the main tree species for restoration on abandoned 

farmland, with th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under differing circumstances, and discussed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disturbances on 

vegetation resto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s on the Margalef richness index and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of 

plant species were, grazing land > fenced land > protected land (P<0.05). With disturbance intensity increasing,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hich supports the 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size 

of the 3 plant communities in order, were protected land > fenced land > grazing land (P<0.001). The growth rate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on abandoned farml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sturbance in order, were also protected land > fenced 

land > grazing land (P<0.001). As a whole, protecting or fencing supports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abandoned farmland, while 

overgrazing hinders restoration, and might even lead to vegetation degradation. 

Key words: disturbance; abandoned farmland; species diversity; biomass; succession 

 


